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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对南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
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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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探讨非农就业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

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明确不同规模经营主体今后的用材林营林目标和林业在山

区未来的经营发展模式，同时为林业规模化经营的合理性提供客观依据。基于劳动力转移新

经济学理论，通过对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450户林农的调查，收集杉木营林的地块投入产出数

据，在此基础上，运用Faustmann模型计算规模户与普通户的理论最优轮伐期，运用计量模型分

析非农就业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农采伐轮伐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普通户和规模

户的理论最优轮伐期趋同；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流失效应造成普通户营林的预期主伐时间显著

短于理论最优轮伐期，而规模户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造成其采伐决策接近于理论最优轮

伐期。在农村非农就业不断增加背景下，南方集体林区规模化经营的方式有利于接近最优采

伐决策，更适合于培育大径材，增加林业生态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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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末林业“三定”以来，小规模、分散的家庭经营成了南方集体林区

林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基本特征，据研究统计，南方集体林区林农的户均林地经营面积约

为 1.8 hm2 [1]。林地细碎化往往带来林农林业投资兴趣的下降，林地生产率难以提升[2-3]。

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加速和产业间比较优势的存在导致农村大量青

壮年劳动力转向城市及非农部门 [4]。近年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年均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0.6%，到2016年末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更达到了1.5亿[5]，这直接造成农村林业劳动力要素

供给稀缺和质量下降，林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上升。这对于以丘陵地带为且主机械替

代率低的南方集体林区而言，更进一步加剧了提升集体林区林地生产率的难度。自集体

林权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开始，林业规模化经营越来越被南方集体林区视为解决提升

林地生产率的主要路径[6]。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

林权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6） 83号），进一步鼓励林业适度规模经营。但无论对于

普通户还是规模户而言，在大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背景下，都将强化其家庭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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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同时也会放松其收入约束，这就会对不同规模林农的营林预期决策行为带来影

响。在农户用材林经营的预期决策行为中，其最重要一环是对采伐时间的决策判断。一

方面，采伐环节需要大量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这与非农就业存在一定冲突；另一方

面，采伐时间确定也影响到农户营林选择目标（如培育大径材还是速生材）和产出效

益。虽然在家庭劳动力流动性约束下，无论是对规模户还是普通户而言，都可通过雇工

或购买社会化服务来满足营林采伐的劳动力需求，但由于农户之间营林规模差异和农村

劳动力价格的逐年上涨，会导致不同规模林农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成本投入之间存在差

异，在不同规模林农的资源禀赋和林业收入依赖性存在差异的背景下，又会对不同规模

林农的营林培育目标及其采伐期的确定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对该问题进行讨论，在非

农劳动力转移就业加速和用材林仍然作为南方集体林区主要营林林种的现实背景下，将

有助于明确集体林区不同规模经营主体的用材林营林目标和林业作为弱势产业在山区未

来的经营模式，同时为林业规模化经营合理性和保障木材安全提供客观依据。

国内外对于非农就业对农户行为决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领域，包括非农就业

对农地流转行为研究[7-8]，以及非农就业对农林业生产性投资和要素配置影响研究[9-10]，一

般存在两类观点。有学者认为，非农就业所带来收入效应增加会促使农户追加农林业生

产投资，如购买替代缺失劳动力的资产和机械服务投资[11-12]。但也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

外出转移就业对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投资没有作用，甚至会带来负向影响[13-14]。针对非农

就业对林业生产决策影响研究同样主要集中于要素投入行为领域，大部分学者认为非农

就业带来了林业生产性投资减少[15]。在采伐预期决策讨论领域，最早对采伐决策行为讨

论来自对最优轮伐期理论上的探讨[16]。国外学者也用实证研究证明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多

会导致农户开展营林的机会成本增加，继而导致采伐量的减少[17-18]，国内森林经理领域学

者基于不同树种小班数据采用Faustmann模型、动态规划方法或GIS测算最优轮伐期以讨

论用材树种最优采伐决策[19-20]。在林业经济领域，有学者结合最优轮伐期模型从理论上设

计了中国林业经济政策的分析框架[21]，还有学者则主要从林权改革角度，讨论其对于采

伐决策的影响[22]。在森林碳汇被作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背景下，诸多国内外

学者设计和讨论了结合碳汇收益的农户采伐决策模型[23-24]。但讨论非农就业与林农采伐决

策关系的国内研究明显缺乏。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分析框架

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采用Stark等[25]提出的劳动力转移新经济

学模型（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简称NELM）来回答非农就业背景下

农户的农林业生产决策行为问题。NELM理论是用投资组合和契约安排理论解释劳动力

迁移行为与家庭决策的关系，认为农户外出务工的决策是对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重新分

配[26]。从NELM理论出发，分析劳动力转移对林农营林生产决策行为影响，主要考虑两

个方面的综合效应作用。一是“劳动力流失效应”，即由于劳动力非农化所带来的营林劳动

力流失。从普通农户考虑，家庭务农劳动力的流失不但会使得农村家庭中传统的农业互

助行为活动减少，而且会使得农林业生产更加粗放，甚至出现抛荒情况[27-28]。二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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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即农户可从家庭劳动力的非农专业就业中获得汇款收入。非农收入的增加将使农

户的主要生计行为发生变化，导致农户减少林业投资[29]，也有可能促使其用增加的非农收

入更多地购买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为农林业投资增加便利 [30]。从本文视角出

发，由于不同规模林农在资源禀赋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性约束的区别，会导致非农就业对

其采伐决策行为存在差异。假设某林农面临两种可能的生产活动选择，即劳动力投资报

酬率较高且较快的非农就业活动和劳动力投资报酬较低且较慢的营林活动。林农需将家

庭初始资源禀赋要素拥有量 W̄ （如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分别投入到非农和营林两类生产

活动中。林农需要在非农就业可获得的短期效益和营林活动长期效益间配置资源要素使

其目标函数效用达到最大化，具体见式（1）：

Max
Lj,Io

U = U(Io,π f ,N,H) （1）

式中：U效用包括了林农通过营林活动在轮伐期T内可得到的预期利润贴现值（πf）和当

期通过非农就业活动获得非农收入（Io）所带来的效用；N代表林农闲置时间；H代表影

响林农效用偏好的其他影响因素。Lj代表配置到非农就业或营林活动的家庭劳动力。同

时，笔者用W1表示农户投资于非农就业的资源禀赋要素，而W2表示林农投资于营林活动

的资源禀赋要素，其要素投入受到非农就业资源要素投入制约，可用 W2=g(m, r)来表

示，其中 r表示非农就业带来的汇款收入增加的“收入效应”，而m表示非农就业带来的

家庭营林劳动力减少的“流失效应”。则非农就业的收入函数 Io和营林活动的预期利润函

数πf可用式（2）和式（3）表示：

Io = f (W1,H) = f (Lo,Co,H) （2）

π f = ∫
T

(Pf f (W2,H) -C)dt = ∫
T

(Pf f (g(m,r),H)-C)dt

= ∫
T

(Pf f (Lf ,S,Cf ,H) -wLf - γS - φCf )dt
（3）

其约束条件包括式（4）~式（6）：

W̄ = W1 + W2 （4）

T -N =∑
j

Lj ，其中j = o, f （5）

∂W2

∂S
> 0 （6）

式中：林农家庭的非农收入 Io与该家庭在非农就业上的资源要素投入W1 和林农效用偏好

H相关。其中，林农家庭在非农就业上的资源要素投入W1 包括了在非农就业上的劳动力

要素投入Lo和资本要素投入Co。在式（3）中，林农营林的预期利润目标函数πf与林农营

林中的要素投入W2 、林农效用偏好H和营林成本C直接相关。考虑到营林长周期性的特

点，因此在轮伐期T下的林农预期营林利润函数用贴现形式表示。从劳动力转移新经济

学理论出发，林农营林中的要素投入W2 受到非农就业带来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非农

就业的“收入效应”影响。W2 包括了营林劳动力投入Lf、林地投入要素S和营林投入资

本Cf来表示（w, γ, φ分别代表劳动力、林地和资本的要素价格）。这里假设林产品市场是

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其林产品价格Pf是外生的，式（4）~式（6）是营林预期利润目标函

数的约束条件，包括林农要素投入和家庭时间配置的约束条件。其中式（5）为林农家庭

成员在营林轮伐期T内，要么将时间配置到营林或非农就业等生产活动上，要么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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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到闲暇活动N上。式（6）表示林农营林面积的增加会对家庭营林投入和收入产生正

向影响。基于上述理论模型的构建，比较不同规模林农家庭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和营林活

动中劳动力配置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从而分析不同规模林农非农就业对其采伐决策行为

的影响。从普通户出发，由于其营林规模小，且营林周期长所造成的风险性，使其营林

的预期利润贴现值较小，则该类农户投入非农就业劳动力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于将劳动

力投入到营林活动的边际收益（即
∂Io

∂Lo

>
∂π f

∂Lf

），因此普通户会在亟需要素投入的营林初

始阶段反而将更多的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投入到非农就业中，即非农就业带来的劳动

力“流失效应”造成轮伐期缩短（ ∂T
∂m

< 0）；而对于规模户而言，由于营林面积增加导

致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下降速度减缓，约束条件6（
∂W2

∂S
> 0 ，即随着营林面积的增加要素

投入增多）导致其预期营林利润贴现值增加，这就让规模户投入营林的劳动力边际收益

高于非农就业带来的劳动力边际收益（即
∂Io

∂L0

<
∂π f

∂Lf

）成为可能，那么在家庭劳动力资源

稀缺的背景下，规模户会通过非农就业收入购买资源禀赋要素配置到营林生产中，即非

农就业“收入效应”会造成营林轮伐期的延长（ ∂T
∂r

> 0）。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非农

就业对不同规模林农营林采伐期影响的作用机制是存在差异性的。

1.2 案例点选择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不同用材林树种的主伐年龄存在区别，研究分析不同规模林农的采伐决策问

题，首先需要确定具体的用材树种。杉木（Cunninghamia）是南方首要的速生商品材树

种。据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杉木的人工种植面积达到1096万hm2，占中国乔木林面积

的 6.7%，蓄积量达到 7.3 亿 m3，在南方集体林区中杉木林面积之和占全国总面积的

89.83%[31]。鉴于林业经营项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杉木这一南方集体林区首要商品用

材树种作为本文案例树种，可以尽量保证大样本的数据比较，以确保研究目标实现。针

对研究问题和案例树种，调查组在2016年通过典型抽样方法选取南方集体林区浙江、江

西和福建3个省份作为样本省开展农户调查。三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森林覆盖率和集

体林比例分别在60%以上和85%以上，是典型的南方集体林区。三省杉木林面积分别达

到 82.1 万 hm2、126.1 万 hm2 和 259.2 万 hm2，分别占全省林地面积的 12.4%、24.6%和

13.8%。在浙江、江西和福建3个样本省的重点林区县（市）内按照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差异，运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了样本县①，其中在浙江省共抽取5个样本县，而由于在江

西和福建两省杉木营林地区相对集中，因此各抽取了3个样本县。进一步，采取分层抽

样方法在每个样本县内各选取3个乡镇，并在每个乡镇内各选取两个样本村。最后共计

在浙江省抽取了15个乡镇，30个村，而在江西、福建两省共抽取9个乡镇，18个村。最

后在样本村中，为了有效区分规模户与普通户，调查组首先通过村访谈了解不同样本村

户均林地面积。为了体现规模户的特点同时确保一定规模户样本，将营林面积为本村户

① 根据2015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进行分层抽样。本文选取的11个样本县平均森林覆盖率在74.9%左右，

其中浙江省 5 个样本县市平均森林覆盖率 73%，江西省 3 个样本点平均森林覆盖率 74%，福建样本县森林覆盖率

79%。所选样本县市皆为重点林区和用材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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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林地面积3倍以上农户界定为规模户，而将其他农户界定普通户②。考虑到普通户数量

远大于规模户数量的现实情况，因此在每个样本村分别在普通户中随机抽取了7户普通

户样本，在规模户中随机抽取3户规模户样本。剔除非杉木经营和营林周期信息缺失的林

农样本，林农有效样本为450户，其中包括规模户138户和普通户为312户。在农户调查

中，重点了解不同规模林农家庭基本特征、2015年从事非农就业情况（包括非农就业时

间及非农收入等）及家庭营林情况。为较为全面了解杉木一个周期营林投入产出情况，

考虑到营林周期长、投入阶段较集中（主要发生在初始投入阶段）且在不发生技术革新

情况下要素投入量基本保持稳定，为确保研究目标实现和数据之间可比性，调查组要求

林农依据自身营林经验和家庭现有劳动力配置情况，以2015年为基年，估计杉木最大地

块完整一个营林周期的要素投入产出情况以及预期主伐时间，为测算理论最优轮伐决策

奠定基础。

1.3 模型设计

1.3.1 理论最优轮伐期测算模型

林农的采伐决策直接关系到营林周期长短和木材培育的目标，理论上针对不同规模

林农营林都存在一个理论最优轮伐期。但现实上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林农的预期采伐时

间会与这一理论最优轮伐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不同规模林农由于非农

就业造成的对预期采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的影响。

（1）杉木生长模型

要计算林地期望收益最大化下的轮伐期，需要了解不同树龄下杉木的理论生长模拟

数据。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杉木生长模型构建和最优轮伐期的研究[20,32]。为测算杉木不

同生长年份的蓄积量且考虑变量的易获取性，采用陈则生[32]设计的生长模型，其生长模

型可以表示为式（7）：

M = b1SI
b2[1 - exp(-kt)]c （7）

式中：M 为杉木蓄积量；SI 为立地指数； t 为林分年龄。b1=4.53547；b2=1.60931；

c=3.720004；k=0.096004。立地指数SI按照立地条件好、中、差分别设定为16、12、8[33]。

由于木材是根据胸径不同制定相应木材价格，为确定不同龄级木材市场价格，需采用

杉木平均胸径和树高模型测算，同样采用陈则生[32]的胸径和树高模型：

D̄ = 1.77871SI1.38791[1 - exp(-0.011672t)]0.80127 （8）

H̄ = 14.8032SI 0.42132[1 - exp(-0.00942t)]0.76261 （9）

式中： D̄ 表示杉木平均胸径； H̄ 表示杉木平均树高。

（2）Faustmann模型

本文采用Faustmann模型测算不同规模林农杉木营林的最优轮伐期，Faustmann[16]在

考虑土地机会成本基础上假定土地一直重复用来生产木材，把所有未来收益都贴现到现

在的价值，其总贴现价值就相当于土地的价值，以此来确定木材最优轮伐期。具体公式

如下：

LEV = Lim
n→∞

Max
T,E

[pT Q(T,E)-wEerT](erT - 1)-1 （10）

② 对于规模户与普通户界定各地区有很大的差异，笔者采用的此类界定规模户与普通户的方法主要考虑到不同

地区区分规模户的面积指标存在一定差异，很难以单独一个面积数量指标来衡量规模户和普通户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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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EV代表林地的期望值；pT为木材价格；E为要素投入量；w为要素投入价格③；r

为市场贴现率（以 2015年国内主要银行平均 1年期存款利率 2%作为年贴现率）；T为轮

伐期。其中当LEV达到最大值，对应的轮伐期即为最优轮伐期。

1.3.2 计量模型的设计

为了进一步解释非农就业对不同规模林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机制，需要建立计量模

型加以分析，其多元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Ti = α0 + φLoffi + δLandi + λPoliciesi + γXit + εi （11）

式中：被解释变量为Ti，表示林农 i在其最大经营地块的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

的离差。关键解释变量中，Loffi是衡量林农 i家庭2015年的非农就业情况变量，变量包括

农户家庭是否为非农就业户（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时间连续超过1个月以上的认为是非农

就业户） ④，该指标反映非农就业所带来的总效应对于不同规模林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

其次选取家庭成员户均非农劳动力就业时间和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水平用以反映林农非农

就业带来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效应分别对于不同规模林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控制

变量 Landi表示林农 i 最大地块经营特征，包括该地块面积大小、地块离最近公路距离

（用以反映地块经营便利性）、该地块权属是否为承包山（采用虚拟变量用以反映林农地

块经营的产权安全性，1=是；0=否）、该地块种植密度（用来反映杉木经营强度和技术

手段）、地块立地条件（用以反映土地立地质量）。Policiesi为政策变量，用虚拟变量反映

林农 i是否享受到林业补贴政策（1=是；0=否），外部政策扶持将有效促进林农营林积极

性。Xi代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林农家庭社会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林业

收入所占比例和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和区域虚拟变量，分别用来反映区域所造林

地差异；εi为符合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2.1 不同规模林农的家庭特征及杉木营林投入产出分析

对三个样本省规模户和普通户基本特征进行了对比和统计检验分析（表1）。三省样

本户户主平均年龄在53.5岁，其中浙江省户主平均年龄最高达到56.2岁；三省林农户主

平均文化程度接近初中水平，表明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随着山区非农就业转移增

加，林农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不断增高，2015年三省样本户平均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

例达到67.3%，户均非农劳动时间达到6.3个月。其中在社会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林农家

庭样本户均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达到74.7%，户均非农劳动时间达到6.9个月，且

户均非农收入超过了5万元。从普通户和规模户对比来看，规模户由于拥有的家庭资源

禀赋更为丰富，所从事的非农就业报酬率普遍高于普通户，导致三省平均规模户户均非

③ 测算林地期望值需要对应不同胸径的木材价格，本文收集了2015年案例省木材平均价格。三省的木材市场价

格基本类似，保持在胸径6 cm以下300元·m-3；6~8 cm之间为800元·m-3；8~12 cm之间为850元·m-3；12~16 cm

之间为900元·m-3；16~20 cm之间为900元·m-3；20 cm以上为1100元·m-3。

④ 对于如何确定农户是否非农就业，不同研究和统计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主要根据农户是否有非农收入来源来

区分。从本次农户调查来看，一个月以内的非农就业农户一般选择在离家距离较近的地区或者就在本村以零工为

主，因此如果将这部分农户归为非农就业农户就无法真实识别出非农就业对营林劳动力带来的时间分配效应。因此

本文选择人均非农就业时间持续在一个月以上作为非农就业户，此类农户在三省往往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属

于相对正式、稳定的非农就业户。

241



34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农收入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普通户，尤其在浙江省规模户户均非农收入是普通户的1.6

倍；但从收入依赖性来看，规模户由于营林规模较大，其户均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

则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普通户。而普通户由于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导致其更愿意从事

收益较高的非农就业工作，三省普通户非农劳动时间高于规模户3.8个月，从而导致了三

省普通户非农收入占林农家庭比例都要高于规模户，尤其在福建省普通户非农收入占林

农家庭比例比规模户高 17.1%。样本户户均营林面积和最大地块面积分别为 10.2 hm2和

3.2 hm2，其中规模户户均营林面积和最大地块面积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普通户，分别是

普通户的14倍和9.3倍，而三省普通户的平均种植密度则都显著高于规模户，这可能与

其经营目标相关（规模户主要发展大径材为主；而普通户则由于营林面积小强调密植，

发展中小径材为主）。三省规模户预期主伐时间相对于普通户的主伐时间晚近3.7年。三

省规模户享受林业补贴的比例显著高于普通户，进一步验证了目前政府营林扶持政策倾

向于规模户这一事实。

本文以2015年为基年，按目前林农劳动力配置情况收集了一个轮伐期中投入产出数

据，并以2015年要素市场价格贴现测算规模户与普通户一个营林轮伐期营林投入和利润

净现值（如上以2%作为年贴现率），并进行对比和统计检验（表2）。从营林生产过程来

看，在单个轮伐期内，林农的经营成本主要包括3个部分⑤：（1）种植成本。包括第一年

林地整理、种植、施肥和补植的用工成本以及种苗、化肥等生产资料成本。从表2中发

⑤ 需要注意的是表2中按照成本投入阶段划分的成本总和不等于单位面积总成本，因为不包括地租成本。规模户的

地租价格以最大块林地的流转价格来计算，而普通户的地租价格则以所在村的林地平均价格作为影子价格来计算。

表1 2015年3个省样本户家庭和营林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household samples in three case provinces in 2015

省份

浙

江

省

福

建

省

江

西

省

总

体

林农

类型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户主平

均年龄

(岁)

56.7

54.9

1.6

56.2

50.1

45.8

1.7*

48.7

48.5

46.4

0.9

47.9

54.3

51.9

2.4**

53.5

户均家庭

非农收入

(元)

43026

70904

-4.3***

52086

28206

50385

-1.5

35399

20475

35783

-1.77*

25169

35920

61482

-4.4***

43759

户均非农

劳动时间

(月)

8.7

5.2

-0.1

6.9

8.2

1.5

1.83*

4.9

8.0

4.1

-0.09

6.0

8.2

4.4

0.7

6.3

户均林业

收入占

家庭收入

比例(%)

15.0

25.4

-3.1***

18.2

26.4

53.1

-3.3***

35.0

12.4

25.0

-2.1**

16.2

16.4

30.1

-4.8***

20.6

户均

营林面积

(hm2)

2.2

31.3

-10.9***

11.0

2.3

24.1

-5.2***

9.4

1.6

21.4

-2.7***

7.7

2.1

28.4

-11.6***

10.2

平均最大

地块面积

(hm2)

0.9

9.5

-7.1***

3.5

1.4

6.7

-5.4***

3.1

0.5

6.2

-3.7***

2.2

0.9

8.4

-8.7***

3.2

最大地块

离公路

平均距离

(km)

1.7

1.7

-0.1

1.7

2.7

1.8

1.2

2.4

2.2

3.5

-1.1

2.6

1.9

2.0

-0.3

2.0

最大地块

单位面积

种植密度

(株·hm2)

3406

2637

5.7***

3173

3126

2606

2.9***

2958

3592

2638

2.8***

3300

3392

2632

6.9***

3159

最大地块

预期采伐

时间(年)

16.8

21.1

-2.1**

18.9

18.8

21.1

1.80*

19.9

17.5

21.9

0.48

19.7

17.7

21.4

-1.24

19.5

享受林业

补贴政策

比例(%)

31.0

61.5

-5.2***

40.2

16.0

29.2

-1.3

20.3

30.8

39.1

-0.7

33.3

28.5

52.2

-4.9***

35.8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数据来源于农户调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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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于普通户较规模户具有更高的种植密度，因此三省普通户的单位面积种植成本比

规模户高 10.9%，但两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2）抚育成本。该成本包括抚育期间的劳

动力成本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成本。从调查中可以发现，为促进杉木产出和收益，

规模户往往比普通户在抚育环节投入更多精力，三省规模户平均单位面积抚育成本比普

通户高 7.1%，尤其在福建省规模户平均单位面积抚育成本在 1%显著性水平上比普通户

高 31.1%。（3）采伐成本。这部分主要是采伐阶段劳动力成本。规模户与普通户单位面

积采伐成本也没有显著性差异。从生产要素结构来分析，在单个轮伐期内，林农经营成

本主要包括两个部分：（1）劳动力成本。南方集体林区地形以丘陵为主，机械对劳动力

替代性较差，整个营林过程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成本，3个样本省户均单位面积劳动力

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达到 61.6%。而三省规模户单位面积平均劳动力成本要小于普通户，

这符合规模经济特点；（2）生产资料成本。包括了地租成本、种苗成本及其他生产资料

成本（主要包括化肥、农药、采伐设备中所需要的燃料成本）。由于规模户承包立地条件

质量较好的林地，往往承担更高的地租成本，因此规模户单位面积生产资料成本在1%显

著性水平上比普通户高 10.7%。从预期营林收入净现值来看，规模户与普通户的林地单

位面积材积产出和预期收入净现值都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2 不同规模林农最大地块一个经营轮伐期内的营林投入和收入净现值统计

Table 2 The net value of inputs and incomes of a forest management circle in the largest plot of households

省份

浙

江

省

福

建

省

江

西

省

三省

类型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普通户

规模户

T均值检验

全部

单位面积成本投入阶段划分

平均

种植成本

(元/hm2)

17051

15728

0.8

16651

12521

11142

0.6

12074

13108

10880

1.3

12425

15668

14122

1.2

15194

平均

抚育成本

(元/hm2)

13025

14396

-0.7

13440

10912

15113

-2.1**

12274

9447

6270

2.1**

8473

12090

13166

-0.8

12420

平均

采伐成本

(元/hm2)

9710

7929

1.3

9171

15287

22045

-2.3**

17479

16178

15019

0.4

15823

11682

11566

0.1

11646

单位面积成本结构划分

劳动力

总成本⑥

(元/hm2)

36137

33277

0.9

35273

30758

37778

-2.1**

33035

29913

26546

1.1

28880

34238

32938

0.6

33839

生产资

料成本

(元/hm2)

17991

20736

-2.9***

18820

26266

30080

-1.6

27502

24640

22273

0.6

23910

20424

22617

-2.8***

21096

单位面积

总成本

(元/hm2)

54128

54013

-0.3

54093

57024

67858

-3.4***

60538

54547

48819

1.3

52791

54661

55555

-0.9

54936

单位面积产出

材积

(m3/hm2)

127.2

133.2

-1.0

130.2

187.9

180.7

0.6

184.3

128.8

129.8

-0.1

129.3

137.2

140.9

-0.7

139.05

预期收入

净现值

(元/hm2)

84718

81611

0.6

83165

140872

132848

0.7

136860

69932

72070

-0.3

71001

91253

88932

0.5

90092.5

⑥ 劳动力总成本包括自用工和雇工成本，其中自用工成本根据当地营林劳动力在某营林环节的市场价格作为影子

价格测算得到。劳动力价格随着营林环节有所区别，2015年浙江的造林抚育平均工价为140元/工，采伐平均工价保持在

180元/工；福建的造林和抚育平均工价为140元/工，采伐平均工价保持在150元/工；江西的造林和抚育的平均工价为

100元/工，采伐平均工价保持在120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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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最优轮伐期和林地期望值测算

根据杉木生长模型可以获取不同树龄

下的模拟蓄积和胸径，结合林农调查中获

取的营林各环节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

Faustmann模型测算了林农最优轮伐期和林

地期望价值（表 3）。无论是普通户还是规

模户，在现有营林投入和 2%的贴现率下最

大地块杉木营林最优轮伐期都维持在 31年

左右。但是不同地区规模户与普通户最大

地块最优轮伐期所对应的最优林地期望值

有一定的差异。三省平均而言，规模户 31

年树龄下的林地期望价值比普通户高3.1%，除福建省外，一般而言规模户的林地投资价

值明显好于普通户，主要原因在于福建省规模户在最大地块上的一个周期内的单位面积

营林成本投入比普通户高19.2%。

3 非农就业对不同规模林农采伐决策影响的计量分析

首先，对家庭户均非农时间、收入与林农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的离差进

行了交叉统计分析。从表4中可见，规模户随着家庭户均非农时间的延长和家庭人均非农

收入的增多，林农预期轮伐期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的离差在缩小，即意味着规模户随着家

庭人均非农就业的增多，林农的预期营林采伐决策越与理论最优轮伐期接近，其采伐决

策会更优化；而普通户则相反，随着户均非农时间的延长，其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

轮伐期的离差在增加，即意味着普通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延长，会导致其提前采伐。

交叉统计无法判断非农就业对不同规模林农采伐决策的净影响，基于论文第二部分

中的计量模型形式和NELM理论，进一步分析非农就业对不同规模林农最大地块预期主

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的影响机制（表 5）。总效应模型中：（1）关键变量方面，

表3 不同地区林农最大地块杉木营林的最优轮伐

期和最大林地期望值测算

Table 3 The optimal rotation age and the largest expected

forestland value of Chinese fir management in the largest

plot of household samples

省份

浙江

福建

江西

平均

最大地块营林理论

最优轮伐期(年)

普通户

31.0

31.6

31.0

31.1

规模户

31.0

31.6

31.0

31.1

最大地块营林最优林

地期望值(元/hm2)

普通户

115830

113819

100437

112943

规模户

118471

92621

133093

116412

表4 非农就业与不同规模林农最优轮伐期和预期轮伐期离差的交叉统计

Table 4 The statistics between the deviation of optimal and expected rotation age and household samples' off-farming works

变量

家庭户均

非农时间(月)

家 庭 人 均 非

农收入排名

指标分类

≤ 1

（1-3]

（3-6]

（6-9]

（9-12]

≤ 25%

(25%~50%]

(50%~75%]

(75%~100%]

最大地块营林预期主伐时间(年)

规模户

23.0

23.5

23.1

26.3

21.5

25.3

23.2

22.9

22.9

普通户

24.0

23.5

22.5

21.8

21.7

24.2

23.0

21.5

22.1

最大地块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年)

规模户

8.0

7.5

7.9

4.7

9.5

5.7

7.8

8.1

8.1

普通户

7.0

7.5

8.5

9.2

9.4

6.8

8.0

9.5

8.9

注：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排名是将样本户家庭户均非农收入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取前 25%、25%~50%、50%~

75%、75%~100%区间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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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非农就业对不同规模林农营林采伐决策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5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off-farm works effect on harvesting decision of households

变量指标

关键变量

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千元）

家庭成员平均非农时间(月)

是否非农就业户(1=是；0=否)

地块经营特征变量

单位面积种植密度(株/亩)

最大地块面积(亩)

最大地块离最近公路距离(km)

最大地块立地质量

(以质量中等为参照组)

好

差

最大地块产权形式

(承包山=1；非承包山=0)

外部政策变量

享受林业补贴政策(是=1；否=0)

林农家庭特征变量

家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

(1=是；0=否)

户主受教育程度(以小学为参照组)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户主年龄(年)

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

地域变量(以浙江省为参照组)

福建省

江西省

常数项

样本数

R-squared

因变量：最大地块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年)

分效应

规模户

-0.004**

(0.002)

0.175*

(0.100)

0.018***

(0.005)

-0.0004

(0.001)

-0.113

(0.092)

1.313*

(0.707)

1.606

(1.169)

1.907**

(0.837)

-0.580

(0.675)

0.286

(0.699)

0.478

(0.766)

0.242

(1.627)

-0.052

(0.039)

-1.997*

(1.039)

-1.560

(1.044)

-2.673**

(1.030)
5.706**

(2.741)

138

0.255

普通户

-0.005*

(0.003)

0.131**

(0.066)

0.008***

(0.003)

-0.017

(0.013)

0.033

(0.101)

-0.433

(0.486)

-0.232

(0.731)

1.534***

(0.553)

-0.117

(0.503)

-0.221

(0.498)

-0.498

(0.511)

-1.265

(1.052)

-0.044

(0.027)

-2.659***

(0.952)

-2.867***

(0.712)

-3.953***

(0.691)

10.707***

(2.020)

312

0.297

总效应

规模户

-1.575*

(0.899)

0.016***

(0.005)

-0.0001

(0.001)

-0.085

(0.092)

1.427**

(0.714)

1.201

(1.179)

1.816**

(0.839)

-0.590

(0.673)

0.892

(0.702)

0.746

(0.772)

0.750

(1.645)

-0.054

(0.040)

-1.979*

(1.085)

-2.520**

(1.125)

-2.789***

(1.055)

7.339**

(2.933)

138

0.230

普通户

0.925*

(0.548)

0.008***

(0.003)

-0.020

(0.013)

0.038

(0.101)

-0.456

(0.488)

-0.173

(0.735)

1.469***

(0.555)

-0.225

(0.502)

-0.268

(0.500)

-0.498

(0.513)

-1.402

(1.058)

-0.041

(0.027)

-2.302**

(0.942)

-2.533***

(0.716)

-3.532***

(0.688)

10.038***

(2.025)

312

0.288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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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非农就业的规模户对其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

差在10%水平上有负向影响，即非农就业可以促使规模户营林的预期主伐时间与最优轮

伐期接近，促使其采伐营林决策趋向最优化。而与之相反，在考虑其他因素不变情况

下，非农就业的普通户对其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在10%水平上有正向显

著影响，即非农就业会造成普通户营林的预期主伐时间提前，从而远离最优轮伐期。

（2）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在地块经营特征上，在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单位面积种植密

度与规模户和普通户的预期采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都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向影

响关系，即种植密度越大，采伐时间越提前，这也说明了短周期的速生材和小径材以密

植为主的种植方式。最大地块产权形式是承包山的经营往往会导致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

最优轮伐期离差显著增加。由于承包山往往有合同期限，其产权存在一定的不安全性，

因此导致承包山的经营主往往提前采伐获取收益。福建省和江西省林农的预期主伐时间

与理论最优轮伐期显著小于浙江省，这两个省份林农对用材林经营收入相对于浙江省更

加依赖；在林农家庭特征变量上，无论是规模户还是普通户，随着林业收入占总收入比

例的加大，则其预期采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在5%水平上显著减小。即随着林业

收入依赖性的加大，农户对于林业经营决策会更加重视，因此其预期采伐时间更趋于优

化；从区域变量来看，相对于非农就业发达的浙江省，福建省和江西省林农对于预期采

伐时间的选择更趋于合理，即越接近于最优轮伐期。在分效应模型中可以进一步分解非

农就业对不同规模林农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的影响，从而获取非农就业

对不同规模林农采伐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的原因。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普通户平

均非农就业时间对其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期离差在5%水平上有正向影响，基于

NELM理论，可以认为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流失效应造成了普通户营林的预期主伐时间提

前，远离最优轮伐期。而规模户的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对其预期主伐时间与理论最优轮伐

期的离差在10%水平上有负向影响，则基于NELM理论，认为非农就业的收入效应造成

了规模户的预期主伐决策更接近于理论最优的轮伐期。

4 结论

基于NELM理论和计量实证模型，可以发现，不同规模林农在面临非农就业情况下

会选择不同采伐期，这也验证了本文在第二部分分析框架提出的理论假说，并得到以下

结论：

（1）基于农户提供的杉木营林最大地块投入产出数据，普通户和规模户的理论最优

轮伐期趋同，但是不同案例点规模户与普通户最优林地期望值有一定差异。平均而言，

规模户的林地投资价值明显好于普通户。（2）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流失效应造成了普通户

营林预期主伐时间显著短于最优轮伐期。其原因有二：一是普通户在已经开展用材林经

营的背景下，由于其非农就业造成的家庭劳动力流动性约束较紧，会考虑提前采伐木

材，这有助于节省采伐成本，也可将营林劳动力配置到收益较高的非农就业上；二是普

通户本身由于规模限制，正常或延后采伐带来的收益增加有限，也会导致其主伐时间提

前，保证尽早收回成本。（3）规模户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造成了其采伐决策接近于

理论最优轮伐期。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效应缓解了其流动性约束，

带来的家庭预算更为宽松（规模户户均家庭总收入是普通户的2.6倍），另一方面规模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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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面积大，随采伐时间延长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可明显增加收益。从本文论证分析可发

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加速的背景下，从国家生态安全角度出发，在南方

集体林区规模化经营方式有利于接近理论上最优采伐目标，更适合于培育大径材，增加

林业生态和经济效益，也有利于保证木材供给安全。应通过建立林地流转平台、完善林

地流转承包办法等方式鼓励林地规模化经营，保障林地经营权；鉴于目前非农就业带来

的农村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现实情况，为规模户提供林业造林和抚育补贴等方式鼓励规

模大户营林积极性。而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在非农就业造成流动性约束增加的情况下，

其用材林经营目标应有所调整，应选择更适合于速生短轮伐期的用材树种。

由于用材林经营具有营林周期长的特点，而农户的非农就业又存在很大的不稳定

性，因此难以收集长时间面板数据准确判断非农就业对农户的采伐决策影响，这也为林

业投入产出的相关领域研究带来挑战。本文基于营林成本主要集中于初始期的现实，根

据林农现阶段的非农就业情况和营林投入产出经验，探讨非农就业对其未来采伐决策的

影响，并进行预估判断，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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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the harvesting
decision-making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scales in China's collective fore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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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iscuss how off- farm employment affect the harvesting decision- making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scales in China's collective forest area is valuable to clarifying the

forest management objectives for households and the trend of forest management ownership in

collective forest area. This can give evidence for supporting the large- scale forest owner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ast growing of out-migration rural labo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NELM), this paper collected the input-output

data at plot level of Chinese fir management through a survey of 50 rural households in

Zhejiang, Fuji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Then, it calculated the optimal rotation age of large-

and small- scale households with the Faustmann model, and used the econometric model to

analyze how off- farm employment affect the harvesting decision- making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sca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of optimal rotation age

between large- and small- scale households. The migration effect of off- farm employment

causing the expect rotation age is obviously smaller than optimal rotation age for small-scale

households; on the contrary, the income effect of off- farm employment caused the expect

rotation age is significantly closely related with optimal rotation age for large-scale households.

Large-scale ownership is more suitable for raising large timbers and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value in collective forest area under the fast growing of out-migration rural labors in

China.

Keywords: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collective forest area; harvesting decision-

making; off-farm employment; Faustman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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